
 

 

统编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的学术成就 

吴松伟    高德胜① 

 

摘 要：统编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取得的成功基于其学术底蕴。教材学术性的标准

在于教材编写基于研究、教材体现理论自觉、教材对学术问题有所突破。本套教材以研究

为基本编写方式，在伦理观、德育观、教材观和教学观上都有学术理论的指导。本套教材

探明了儿童经验进教材的路径，厘清了道德教育与法律教育的关系，摸索出了在传统文化

教育中体现儿童立场的方法，突破了一些学术难题。“内容至上” 的倾向，“应试” 化的教

学氛围以及对 “副科” 的轻视，是发扬本套教材学术成就的主要挑战。弘扬教材的学术性，

将教材的学术成就转化为实践进步，需要各方面教育主体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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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学校教育的关键要素，教材是影响人数最多、对人影响最为深远的文本。教材建

构着儿童当下的生活，更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教材的重要性决定了它必须有强大的学

术性作支撑。“最浅之教科书法，必得最深其学者为之。”②  教材编写是一项专业化、精细

化和高难度的工作，其中有不计其数的问题需要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来解决。③学术性不仅

是教材质量的根本保障，也是评价教材质量的重要尺度。 

统编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 2017 年在全国投入使用后就不断受到广大教育实践者和

研究者乃至国际同行的一致赞扬，为中国德育课程的发展和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本套教

材的成功与其学术底蕴密不可分。本文通过揭示统编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的学术成就，

阐明弘扬教材学术性的路径及其挑战。 

 

一、教材学术性的标准 

 

探讨教材的学术成就，需要先理解教材学术性的标准。古汉语中 “学”“术” 分用，

分别指 “学理” 和 “方法”。现代汉语的 “学术”（academic）概念源自西方，指 “较为专

门、有系统的学问”。④英文 academic 和 academy 两个词源于拉丁文 “academia”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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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一词有 “学院的、大学的”“重理论的”“非实用的” 等含义①②，西方传统意

义上的 “学术” 是指由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在专门条件下进行的非实用性的探索和创新。③

但中小学教材，并非服务于纯粹学问的传承与创新，而是服务于儿童教育的实践。这一点

在德育教材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假如学术性使德育教材成为传递学术知识的工具，德育就

会变成培养“道德研究者”的教育，这样的“学术性”不值得追求。因此，不同于专著和

论文，教材的学术性不追求概念和理论体系的系统性、深刻性，而必须自有其独特的标准。

教材的学术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教材编写基于研究 

教材学术性的第一个标准在于教材的编写以研究为基础。编写人员的研究积累是教材

编写基于研究的显著表现。历史上经典教材的编写人员往往是本领域的学术大家，教材编

写人员必须对本学科有深入把握。例如，民国历史教材的编者吕思勉和顾颉刚、新中国语

文教材的编者叶圣陶，均是在史学、文学领域深耕多年的学术大家。只有对学科有扎实的

研究积累、洞悉学科的研究成果，编写人员才能游刃有余地将该学科的相关知识转化为教

育内容。但仅有基于学科的学术研究依然不够，教材毕竟不是学术著作，优秀的学者未必

是优秀的教材编写者。教材服务于一线课堂教学，指向人的全面发展，编写人员需要对教

育有所研究，对儿童心理特征、课堂教学规律、宏观教育态势等问题有深入把握。从这个

角度而言，教材编写人员应兼具学科专家和教育专家双重身份。 

教材编写人员的学科知识与教育素养是静态的专业储备，在实际的编写过程中，还需

要面对一个个具体的难题。这些难题的解决不能依靠其他力量，只能依靠研究。面对一个

难题，既要研究教育目标与内容，也要研究社会现实境况及其要求，还要研究学生的真实

需要。基于研究的教材编写，才能对难题有所突破，否则就是对难题的掩盖或绕行，难以

实现教材编写所要达到的教育目的。 

（二）教材体现理论自觉 

教材学术性的第二个标准在于教材需要体现理论自觉。教材的编写要体现编写人员的

理论思考，因为教材内容的确定与组织、结构的设计和搭建等各个环节背后必然需要特定

的理论指引。有人认为，教材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教材的学术性只能让位于政治性，编写

人员无法加入主体性的思考。④实际上，国家意志的体现与教材的理论自觉并不矛盾。一方

面，国家要求是目标性的、总体性的，并不能细化到每个内容；另一方面，即便是国家要

求，也有一个化为教育活动的问题。这些教育方面的专业性问题的解决，不仅要靠经验，

还要靠理论指引。教材的政治性与学术性是相辅相成的，政治性恰恰要通过学术层面的理

论自觉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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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理论自觉是编写人员的一种“先见”。但这种加入了个体性思考的

“先见”，恰恰是教材质量的保证，更是教材能够不断推陈出新，进而推动教育实践进步的

动力。作为“先见”的理论自觉是编写人员的主体责任和历史使命的体现。也许仅仅按照

课程标准的要求以及编写人员的经验和直觉也能编出“四平八稳”的教材，但如果编写人

员放弃理论思考，就只能产生缺乏教育高度和学术深度的平庸之作。① 

（三）教材对学术问题有所突破 

教材学术性的第三个标准在于教材本身要对本学科所涉及的教育学术问题有所突破。

教材的编写涉及诸多研究领域的问题，作为研究者的编写人员必须探究相关领域，对所涉

及的教育学术问题作出探索性回应。同时，教材的编写涉及众多学科，编写过程中将多学

科知识放到同一背景下考察，尤其是放在教育的要求下去权衡，可以促进学科间的对话与

整合，为新知识的生成创造条件。教材直接指向教学实践，是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桥梁，教

材的编写少不了有一线教师参与的行动研究，他们可以从实践的角度促进对既有理论的反

思，这种实践的检视也能生成新认识。教材编写中所积累的策略和经验，也可以直接上升

为学术理论，为相关学科的发展添砖加瓦。教材在编写中应对、解决各种问题的过程，往

往就是生成新知识、建构新理论的过程。虽然教材的目的不是学术创新，但就结果而言，

一套高质量的、有学术高度的教材，往往会在理论上对所涉及的学术问题有所突破和创新，

能够间接地为学术发展作出贡献。 

 

二、统编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的学术性 

 

依照上述标准，可以对统编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的学术性进行审视和分析。 

（一）以研究作为教材编写的基本方式 

统编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的编写工作由在德育领域深耕多年、有丰富学术成就的

专家学者领衔。即便如此，编写组在接下教材编写的任务后，依然以虔敬的态度重新开展

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工作。 

第一，理论研究。统编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在编写过程中进行了深入的基础理论

研究。编写工作启动后，编写组先后召开了十余次会议，对中央文件和课程标准进行了学

习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教材的价值观、道德观、德育观、文化观、历史观和功能

观。②在确定文本主题后，编写组还对相关主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把握相关主题的学术研究

现状，为课文设计奠定理论基础。例如，在编写六年级下册第一课“学会尊重”时，教材

编写人员对“尊严”这一主题进行了理论探究，区分了“普遍性尊严”和“获得性尊严”

 
① 高德胜，章乐，唐燕. “接上童气”：小学《道德与法治》统编教材研究[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9. 
② 高德胜，章乐，唐燕. “接上童气”：小学《道德与法治》统编教材研究[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9.254. 



 

两个概念。①课文中提倡的“人人都应得到尊重”的思想②，正是来自“普遍性尊严”理论；

又如，四年级上册“信息万花筒”单元，涉及电视、网络和广告等议题③，也是基于编写人

员对“媒介素养教育”等主题的深入研究。统编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的文本虽然浅显

易懂，背后的理论支撑却极为扎实严谨。 

第二，现状调研。教材编写的研究不仅要有理论打底，还要面向当下的教育现实。教

材的实践性特征决定了教材编写所进行的研究不能完全是书斋式的。除了理论研究的铺垫，

编写组还深度融入小学课堂，零距离参与小学的德育实践，在课堂中寻找真实的教育问题。

主编鲁洁在古稀之年带领编写组与一线教师一起备课、一起解决教学问题，足迹遍布无锡、

镇江、扬州、江宁等地的小学，与一线教师合作开展了大量的行动研究。④鲁洁常说的“问

问学生”，是编写组的基本工作理念。为了了解儿童在特定教育主题上的既有基础、困惑与

需要，使教材真正实现回归儿童的生活，编写组通过问卷、座谈等方式，与儿童、教师交

流对话，力求搞清楚儿童发展的真实情况。“每一册教材主题的确定，每一单元话题的寻找，

每一课的学习内容的确定都来自与儿童的深入对话。”⑤正因在编写中汇聚了众多儿童的心

声，编写组才真正做到了“把儿童放进”教材中。 

第三，试教检验。为了保证教材在实践中的可行性，教材的编写不仅立足对德育现实

的调研，也经过了实践的反复检验。在课文编写基本完成后，编写组还将课文初稿交给不

同地区的小学教师和学生进行试教试学，编写组成员现场听课，以此来检视教材中存在的

问题。随后，教材编写人员会随机选择 5—8 名上课的学生，就教材中的各部分内容进行座

谈，听取学生对教材的评价和意见，让课文经历儿童的“审查”。⑥只有得到儿童认可、受

儿童欢迎的课文才能“过关”。教材编写人员还与执教教师展开研讨，听取他们对课文各个

部分的评价，就课文设计与教师深入交换意见，讨论修改思路。课文的试教十分注重样本

选择的全面性和代表性，比如，编写组特意将交通发展等城市意味较浓的课文放在农村小

学试讲，以观察农村儿童的反应。这种定稿前的试教检验，使教材文本凝聚了一线教师和

学生的智慧。课堂的试教观察、师生的研讨和对话，为教材注入了鲜活的实践气息。编写

人员不仅可以直接根据反馈对课文进行修改和打磨，还可以跳出“当局者迷”的困境，发

现原来看不到的问题，收获新启发、打开新思路。⑦ 

（二）有学术理论指导的教材 

 
① 高德胜. 时代精神与道德教育[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197-220. 
② 鲁洁. 义务教育教科书·道德与法治（六年级下册）[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 
③ 鲁洁. 义务教育教科书·道德与法治（四年级上册）[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 50-71. 
④ 高德胜，章乐，唐燕. “接上童气”：小学《道德与法治》统编教材研究[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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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高德胜，章乐，唐燕. “接上童气”：小学《道德与法治》统编教材研究[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9. 255 - 259，278 



 

统编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的主编鲁洁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德育学科重建的奠基人，

她所领导的教材编写团队在德育领域深耕多年。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体现国家意志的前

提下，教材编写人员展现出高度的理论自觉，将教材编写视为学术工作，以学术的方式体

现立德树人的总体要求。 

第一，伦理观。德育课程和教材必有相应的伦理学基础。本套德育教材重视叙事伦理

学的功能，采取了理性伦理学和叙事伦理学相结合的“混合伦理学”思路，革新了教材的

伦理基础。一方面，教材要体现国家意志，有体系化的要求；另一方面，教材须坚持对儿

童生活的关注，又有叙事需要。教材只能在这种张力中寻找理性伦理学和叙事伦理学的融

合与平衡。在微观要素上，教材的每课、每个环节的设计都以鲜活生动的生活叙事作为基

本材料，但每个要素之间都有清晰的逻辑主线联系，整套教材在宏观上又具备清晰严密的

体系结构，呈现出理性伦理学的特征。通过这种“混合”设计，扬二者之长、避二者之短。 

基于对叙事伦理学教育功能的重新确认，教材采取以“生活事件”作为基本素材的组

织策略。“生活事件”，即一定时间内发生的事情，包括主体活动及其言行。教材精心选取

典型的、与儿童生活高度相关且有教育意义的生活事件，用这些生活事件陪伴儿童、与儿

童对话。即便是儿童生活之外的事件，其中的情感与思考也可与儿童当下的经验相联结，

引导他们超越当下的生活，步入更广阔的文化世界。此外，教材还对“生活事件”的形式、

序列、类型和功能都作了教学化处理，使其适应统编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活动的开展。

① 

第二，德育观。本套教材秉持“回归儿童生活”的德育理念。生活是道德的根基，也

是道德存在的基本形态，道德是生活的目的系统。②道德教育不是知识传授或智力训练，不

能从抽象的概念、推理能力入手，必须要从儿童的生活经验出发。德育的最终旨归在于引

导生活的建构，使儿童在道德学习中学会关注生活、反思生活、改变生活。③生活是德育的

出发点，也是德育的落脚点。这意味着学校德育必须以儿童的生活经验为素材，在儿童动

态的生活实践中进行。 

德育教材作为静态、统一的文本如何呈现动态和多样的儿童生活实践？本套教材的编

写通过“模仿”儿童生活的方式，探索教材生活化的新路径。儿童生活具有“无事性”，即

缺乏整理生活的思想图式，难以形成事件感。教材通过建构生活事件来培养儿童生活的思

想图式。具体而言，教材通过各种各样的生活事件为儿童生活之事“定时”“定位”“定料”，

激发儿童对生活的“事件感”。儿童的生活是缓慢、庸常的，充满偶然性，静态的教材文本

难以反映儿童生活的全貌，而“模仿”则是对现实的一种框定。教材要在儿童的生活中选

取有教育意蕴的生活行动进行“模仿”，就需要制作文本的“载体”，如某种场景、行动、

 
① 高德胜，章乐，唐燕. “接上童气”：小学《道德与法治》统编教材研究[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9. 22 - 27 
②  鲁洁. 生活·道德教育[J]. 教育研究，2006（10）：3-7. 
③ 鲁洁. 道德教育的根本作为：引导生活的建构[J]. 教育研究，2010（6）：3-8. 



 

言行与事态。教材通过种种“载体”将儿童生活中的琐碎事件聚拢起来，从而在文本中呈

现儿童生活的全貌。而对于那些不可见、不外显的儿童生活，教材则通过设计模仿儿童生

活的内在性活动，以揭示儿童的内心世界，引导儿童学习如何过内在生活。① 

第三，教材观。“回归生活”的理念也要求教材观的转型。本套教材摒弃了将教材视作

“知识载体”的传统观念，以儿童的“生活事件”来组织教材，将儿童的生活经验放在比

知识更优先的位置。虽然教材也追求知识的准确性，但这只是底线要求，知识归根结底要

为儿童的生活与道德发展服务。教材作为“对话文本”意味着教材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知识

“蓝本”，而是一个俯下身子与儿童的既有经验互动的“伙伴”。 

基于这种儿童立场，教材在功能上被视作滋养儿童精神成长的“文化母乳”，是帮助儿

童探索更广阔的生活及文化世界的阶梯和平台。②教材文本由帮助儿童学习的生活经验而非

德目体系构成，名为教材，实为“学材”。教材精心选取净化的、正向的文化精华，而将儿

童不能消化的乃至有害的文化排除在外，以保护儿童稚嫩的心灵、激发儿童的善端。教材

的知识、情感和价值以融合的方式对儿童进行文化滋养，以培育儿童对民族文化的亲近感。

但这种滋养并未禁锢儿童探索外在世界的冲动，反而为儿童探索外在世界奠定了基础。儿

童既有的相关经验在教材创设的情境中被引出，并与教材内容相联结，最终通过教学使

“教材中的儿童”和“教室中的儿童”发生对话，并在这种对话中创造出新的意义世界。 

第四，教学观。教材与教学是不能分割的整体，教材文本为教学预设了新的理念和方

法，引导教学从知识学习转向生活的建构。杜威认为，直接道德教学是一种“关于道德的

知识”传授，只能教授“关于道德的观念”，而能够影响行为的“道德观念”只有在整体的

生活中才能培育。③杜威的质疑挑战了直接德育教学的合法性。本套教材通过接入儿童经验

的方式，将直接道德教学和儿童生活融为一体，回应了杜威对专门德育课程必要性的质疑。

本套教材摒弃了知识传授的教学观，将引导儿童选择和建构有道德的生活当作教学的重点，

为专门德育课程的合法性找到了新的依据。 

教材对教学的引领并不要求教师将教材奉为照本宣科的“蓝本”。教材的使用需要教师

发挥创造性和主动性，实现教材的“班本化”。教材逻辑不等于教学逻辑，具体的儿童生活

经验是特殊的、多样的，而教材的内容和逻辑具有普遍性。教学需要教师在教材逻辑的指

引下去“聆听”儿童的需要和困惑，接纳儿童当下特有的经验，并根据本班特征和当下情

境运用教材，带领学生超越静态的文本，走向更开放、丰富的意义世界。④ 

在引导生活建构的教学中，儿童的“学”成了教学的中心，实现了互动共生的教学关

系。作为“学材”，教材内容围绕学生的学习活动来设计，对教师的“教”则作了隐性处理。

 
① 高德胜，章乐，唐燕. “接上童气”：小学《道德与法治》统编教材研究[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9. 59 -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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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经验进入教材拉平了师生经验背景的差距，为营造平等的对话关系创设了条件。教材

中的留白设计为儿童经验的多样化表达和新意义的生成留下了空间。教材中的“活动园”

“交流园”等栏目要求学生必须去观察、探究和操作，教师无法唱“独角戏”。在这种新型

教学中，教师不是道德的“教授者”，而是和学生同处于一个道德学习共同体之中的学习者。

教学的过程是有经验的道德学习者通过课堂中的平等对话来设计、组织、辅助、引导学生

过道德生活的过程。① 

（三）教材对学术问题的突破 

在这样的研究基础和理论指引下，统编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在一些学术难题上取

得了新突破，为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 

其一，探索出了儿童经验进教材的路径。专门的德育课程和教材跟儿童生活经验的落

差一直是我国课程改革中的一个难关。杜威等人对专门德育课程的否定，是我国德育研究

的“达摩克利斯之剑”。21 世纪的德育课程改革，一直是在与杜威的论断辩驳中艰难前行。

②  “回归儿童生活”的理念为德育走出这一困境指明了方向。秉持这一理念，本套教材通

过对儿童经验的吸纳，为解决德育教材与儿童生活相分离的问题探索出了一条新道路。 

本套教材的编写人员在对儿童经验的唤醒、表达和与他人经验的接续等方面进行了具

体探索。儿童带入课堂的经验是无意识的“自在经验”，不是可以对象化的“一个经验”，

它无法直接发挥显在的作用。教材中的“生活事件”本身是一个完整的事态，可以用它将

儿童的“自在经验”转化为有头有尾的“一个经验”。教材通过“生活事件”唤醒儿童绵绵

不绝的、自在形态的“经验流”，使“自在经验”进入”自觉”层面，变为成串的“一个经

验”。经验与表达密不可分，为了激活经验的表达，教材在呈现表达范例后设置了提问，且

每页都留出了让学生填充自身经验的空白。教材在表达方式上力求多样化，激发儿童通过

口头语言、书面语言、画图、动作等多种方式将复杂情境中的经验表达出来。同时，教材

也设置了评价他人经验的环节，以增进学生经验的联结。在表达中，个人经验转化为人际

经验，加深了儿童对自我和他人经验的理解和共享，为儿童的社会化奠定了基础。教材还

通过“活动园”等栏目，使儿童以“亲身做”的方式将经验上升为“体验”。“交流园”等

栏目则促进了儿童个体经验与他人经验的交流互动，使个人经验借此与社会文化价值相联

结。教材以这样的方式汇入儿童经验、“入伙”儿童，进而使儿童能够接受教材中的价值体

系，为教材接上了“童气”。③ 

其二，厘清了道德教育与法律教育的关系。本套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由原来的

《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改名而来，并新设了法治专册。如此处理，凸显了国家对法

律教育的重视，也对德育课程与教材提出了新挑战。在坚持新课改综合性的大方向下，教

 
① 唐燕. 为什么从事德育：论小学道德与法治课教师的道义动机及其建构[J]. 中国教育学刊，2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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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编写人员既要考虑道德和法律固有的深层联系，又要兼顾二者的独立性。如何处理好道

德教育与法律教育的关系，成了教材不能回避的问题。本套教材探索了道德教育和法律教

育融合的方式，并划定了融合的限度，为处理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依据。 

首先，在儿童的“生活事件”中实现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的融合。道德与法律在儿童

生活中同时存在，它们都对接儿童的生活需求，是帮助儿童实现美好生活的两个方面。比

如，三年级上册第六课呈现的失学儿童的情境，既激发了学生的教育权利意识，也在道德

层面唤醒了学生的同情心。其次，教材既展现道德对法律的价值支撑，也重视法律对道德

的改良作用。例如，教材通过呈现法律对弱者的保护，凸显法律背后的道德温情。但道德

教育与法律教育的融合是有限度的。对于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中不能融合的主题不能作机

械整合。比如，“助人”“宽容”“节约粮食”等道德要求就上升不到法律层面。在六年级上

册法治专册关于国家机构等法律方面的内容中也未融合道德教育。即便是在那些可以融合

道德教育与法律教育的课文中，教材也明确区分了道德教育与法律教育的层次。①例如，在

五年级下册第六课“我参与，我奉献”中，课文既涉及“友善相待”等道德教育要求，也

在“活动园”栏目中展现了保护老年人、未成年人的法律规定。②教材对二者有明确区分：

道德要求是个人的自愿选择，而法律规范则是不能触犯的强制性约束。 

其三，探索了在传统文化教育中体现儿童立场的方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中国

少年儿童精神气质的土壤。本套教材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德育价值，传统思想、节日、

习俗等内容的比重有所增加。基于“回归儿童生活”的理念，传统文化教育不能忽视儿童

的先在状态，必须体现儿童立场。传统文化是过去的、抽象的、系统化的成人文化经验，

不可避免地与儿童当下的生活有鸿沟。如何弥合这一鸿沟、在传统文化教育中体现儿童立

场，是当下德育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 

统编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对传统文化教育如何体现儿童立场进行了有益探索。在

目的上，教材将传统文化教育定位为提升儿童文化素养的教育而非知识教育。教材所选取

的传统文化素材均包含了儿童生活中已有的经验元素，可以让儿童在切身体验中感受传统

文化。例如，在二年级下册第六课“传统游戏我会玩”中，教材通过让儿童采访“长辈玩

传统游戏的经验”这样的活动来激发儿童对传统文化的向往，并让儿童在亲身体验中增强

与传统文化的联结。③在结构上，教材将体系化的知识融入儿童的生活之中。中华传统文化

有自身的知识与思想体系及逻辑，但在教材设计中，这种体系及逻辑只能让位于儿童的心

理逻辑，只能分散性地融入儿童的具体生活事件之中。在内容选择上，教材依据儿童心理

发展的年龄特征，采取积极为主、消极为辅的原则。一方面，努力将传统文化中的“个人

修养”“家国情怀”等积极元素融入教材，使其成为涵养儿童品德的资源；另一方面，正视

 
① 章乐. 道德教育与法律教育的融合及其限度——兼论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中道德教育与法律教育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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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消极方面，适量展现消极内容以培养儿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反思意识。① 

 

三、发扬教材学术成就的挑战 

 

即便本套教材在编写上取得了以上学术成就，但这些学术成就在教育实践中的运用仍

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内容至上”的倾向 

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推行三科教

材统编，强化教材建设的统一领导，对教材的重视进一步加强。一方面，这种重视使教材

获得了更多的资源支持；另一方面，更细致的管理、更严格的审查以及更多的社会监督也

随之而来，这促使教材内容的规范性、科学性和准确性不断加强。 

然而，这些关注往往是一种成人目光的审视，大多聚焦在教材外显的内容上，由此引

发、加重了“内容至上”的倾向，容易使教材编写不自觉地忽视内在的“教育逻辑”，反倒

有损教材的学术性。教材的学术性不仅要求内容的规范、准确和科学，还要考虑在教学上

是否适宜、是否经得起儿童视角的审查。前者是教材的“内容律”，后者是教材的“教育

律”，二者之间有巨大的张力。教材的内容逻辑具有封闭性，与儿童的心理逻辑有相排斥的

一面。“教育律”要求引入儿童的生活经验，这意味着在内容上要打破原有封闭的知识体系。

但是，“内容律”的错误更容易被发现，因此更受关注。“教育律”的问题则容易被忽视，

只要内容正确，即便不适宜教学，往往也不是“硬伤”，很难引起重视。过多的外在审视挤

占了教材应有的儿童视角，造成“内容至上”的倾向，即将学生的学习动机、兴趣挡在外

面，虽然教材内容表面上精准无误，但在教学上并不适宜。教材的学术性要求将“教育律”

放在第一位，只有内容服务于教育，才能实现二者的统一。社会的重视本是好事，但若教

材编写一味迎合外在目光，追求“内容至上”，反倒降低了教材的教育标准。如何屏蔽外在

目光的干扰与诱导，为教材编写营造一个相对独立的专业空间，以捍卫教材固有的教育逻

辑、保护教材的学术性，是教材编写体制建设中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二）“应试”化的教学氛围 

教材的学术成就，归根结底要在实践上转化为教育成就。然而，当下功利的“应试”

教育环境却不是教材的学术理念生根发芽的适宜土壤。统编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中预

设的新理念、新方法，在“应试”大环境下往往只能止于纸面。教材的学术理念与“应试”

化的教学存在本质冲突，前者要求教学回归儿童生活，服务儿童生活的建构，不刻意追求

“应试”效果；后者以“应试”为唯一目的，视生活为冗余甚至干扰因素，要求将儿童封

闭在备考内容的框架内进行抽象知识的灌输和“应试”技巧的机械训练。在“应试”教育

的“囚徒困境”中，师生即便理解、认可教材的新理念、新方法，但迫于竞争压力，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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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轻易在教学中付诸实践。 

因此，本套教材的使用在“应试”氛围中往往只能“穿新鞋，走老路”，与编写人员的

学术思考和价值期待南辕北辙。“应试”教育必然是脱离儿童生活的异己存在，因为知识只

有从儿童纷繁的生活经验中抽离出来才最具有“应试”效率。如果教学内容已被考试范围

预先设定，课堂就失去了让学生创生新意义、建构新生活的空间。“应试”教育表面将教材

文本奉为圭臬，但因对儿童生活的排斥，实则早已抛弃了教材“回归生活”的理念。“应试”

化的教学不仅背离了教材的学术追求，也让德育沦为无效的“知识德育”。“接童气”的教

材若仍被当作“应试”材料，编写人员推进教材学术化的努力在教育实践上就会走向“归

零”的宿命。 

（三）对“副科”的轻视 

教材的学术性服务于教学实践，也扎根于教学实践。只有经受教学实践的反复检验，

教材的学术性才能得以生长和发展。课程标准对中小学课程设置已有具体安排，但是受传

统观念和“应试”倾向影响，学科课程被人为地划分为“主科”和“副科”，德育课就属于

“副科”之列。社会各界“德育为先”的呼吁，改变不了作为“副科”的德育课被边缘化

的现实。目前，许多地区，德育课整体上以兼职教师为主，专任教师极度缺乏。学校在德

育教师安排上，优先考虑的不是教师的专业能力，而是课时量的平衡搭配。德育课的师资

门槛远低于“主科”，甚至沦为凑齐教师工作量的“百搭课”。①另外，德育课课时被“主科”

挪用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连基本的课时也难以保证。“副科”的现状还打压了德育教师的教

学积极性。由于在学校绩效考核和职称评审上往往向“主科”倾斜，德育课对教师晋升作

用不大，甚至被视作“本职”外的累赘。 

“副科”的尴尬地位限制了德育教材的实践条件。德育教材虽然是以儿童学习为核心

建构的，但毕竟不是课外读物，道德学习须在教师精心组织的课堂上才能实际发生，不能

靠学生自学。教材为教师的“助学”设计好了思路，也对教师的教学投入、专业能力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必须认真研磨教材，并深入了解本班学情，实现教材的“班本化”，只

有这样教材的学术构想才能实现。但在“副科”的影响下，教师能力不够、敷衍了事以及

课时不足等问题司空见惯，教材中的学术思考难以在实践中落地生根。一旦教材的理念在

教学实践中被架空，教材中已有的学术探索得不到印证，教材发展的“反思—实践”循环

就会被打破，教材的学术性也将失去根基。 

教材编写是教育改革的一部分，统编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的学术成就是我国课程

改革新进展的一种体现，不仅为后续教材编写积累了学术经验，也为德育课程的转型贡献

了力量。但教材编写是没有终点的事业，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有赖于现实教育生态的优化。

要想使教材的学术性得以持续生长和弘扬，并转化为教育实践的进步，单靠教材编写是不

够的，更需要教育实践者、管理者和研究者的共同努力。 

 
① 程骏，季文华，盛宏宝. 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师队伍建设的问题与建议——以安徽省部分县区为例[J]. 中国

德育，2019（16）：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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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Achievement of Unified Elementary School Textbook 

Morality and Law 

Wu Songwei，Gao Desheng 

 

Abstract：The success of unified elementary school textbook Morality and Law is based on 

its academic background.Textbook academic standards consist of research as basis，theretical 

consciousness and breakthroughs in academic issues.The complication of this set of textbooks is 

based on research and guided by academic theories in ethics，moral education，textbooks，and 

instruction.It makes a lot of breakthroughs in academic issues，such as finding the path of 

integrating children’s experience into textbook，clar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education and legal education，and figuring out the ways to illustrate children’s posi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education.The inclination of “content first”，examination-oriented 

teaching，and the ignorance for “sub-subjects”are the main challenges to develop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textbook.Therefore，joint efforts are required to carry forward textbooks’ 

academic nature and turn academic achievement into progress. 

Keywords：elementary school；Morality and law；unified textbook of morality of morality 

and law，Chinese and history；mo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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